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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珍闻

彭真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本刊专稿

错划“右派”廿一载

                             （郭枢俭）

· 史实考证
沧州12人上榜全国首批300著名抗日英烈，但信息资料
      需商榷之处甚多
                 （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党史珍闻】

彭真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79年9月彭真复出半年后即被中央委任为“两案”（林彪和“四人帮”）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当年正是因为“两案”中的这些人，彭真被关进秦城监狱。彭真却不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希望在法律的轨道之内，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任何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都能得到保障。

    彭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订了《逮捕拘留条例》。这个条例开宗明义地宣布，根据《宪法》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接着明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但这仍只解决了一个不能任意抓人的问题。要系统地保障人权，彭真认为矛盾的核心是要制定《刑法》等基本法律。

    其后从1979年3月至5月，短短的三个月间，在彭真的主持下，全国人大制定了七部法律，其中《刑法》、《刑诉法》、《法院和检察院组织法》为1980年的“两案”审判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20世纪50年代，彭真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简洁的语言表明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但这个说法在后来的十年动乱中显得苍白无力。到了1980年，中央决定修改《宪法》。1981年6月底，彭真受命主持《宪法》起草工作。

    当时无论党内还是各界群众都对《宪法》修改非常关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彭真希望给未来的《宪法》一种不能逾越的法律效力和地位，同时要恢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从未真正得到贯彻过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在1954年被写入《宪法》，但在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中都去掉了。1982年在彭真的努力下，《宪法》又恢复了该条规定。
【本刊专稿】
错划“右派”廿一载

郭枢俭

    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后的几年，在社会政治领域确实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者或反对派。这是政权更替、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1957年在我国开展的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为了捍卫、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巩固人民民主的政权而策划发动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右斗争动机是好的，但太扩大化了。把一些知名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错划为“右派”，压抑了他们的报国志，从而延缓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损失很大，其教训甚为深刻。

    1957年10月我在沧州地委党校教研室任政治理论教员，被错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至1978年底平反纠正，达21年之久。这21年戴在头上的政治帽子，背在身上的精神包袱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这21年，忧愁如同一个恶魔在缠绕着我，劳动、工作、学习起来暂时驱走了忧愁，一闲起来，忧愁又来了。人说节日快乐，而我是节日更忧愁更烦恼，酒后醉睡，我所以有点酒量和这段历史有直接关系，是经过“久经（酒精）考验”的人了。

    被打成“右派”始末。1957年9月，机关反右派斗争进入尾期，党校开学办班，第一单元课程讲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学校领导强调学习要联系实际，当时在学员中间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争论，一种人认为农业合作化办早了，不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另一种人认为不早，适合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讨论中有的学员对农业合作化问题说了一些看法，认为办得过急，农民集体劳动生产积极性不高，粮食减产；牲畜集体饲养死得不少；集体经营管理不善；某些干部搞瞎指挥等等。学员中有三个青年干部，反映农村合作化发生的问题多些，有偏激言论。校领导认为这是右派言论，整材料经地委批准，由原单位批判。
    对此，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欠妥。我们党校是思想教育机关，讲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知无不言，言者无罪”。有的学员对农业合作化中发生的问题认识上有偏激情绪是认识问题，应着重教育，通过思想和理论教育解决；再者，农业合作化是新生事物。凡是新生事物都有一个成长、发展、完善的过程，不可能没有缺陷，十全十美。农业合作化制度在现阶段基本是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但不是完全适合，有不适合的环节（注：这是我引用的毛泽东关于论人民内部矛盾中农业合作化一章中讲的话）。

我讲了这个观点，教研室的一个理论辅导员就站起来反驳，跟我辩论。他的观点是完全适合，绝对化。因这个青年人善于揣摸领导意图，在运动中紧跟形势，顺风跑，平常我就有点厌恶他。我当即反驳：你别忘了，我们是党校，是从事党的理论学习研究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是我们的理论基础，我们观察事物处理问题要讲唯物主义辩证法，一分为二，两分法，不能绝对化，绝对化是形而上学！接着我又讲了以下观点：

（一）如果说农业合作化制度已完全适合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不适合之处，那我们为什么还年年整顿农业合作社，修改其章程？这个整顿就是调整解决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解决问题，使之适合，促进生产力发展。

（二）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的：凡是新生的合乎发展规律的事物，其产生、发展、成长、完善都有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十全十美。农业合作化这个新生事物，有生命力，有优越性，但充分发挥显示出来，要有一个过程。说农业合作化制度这个生产关系完全适合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它今后还要发展吗？形而上学、绝对化，不合乎事物的客观规律性。      

这番话，本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但没想到在当时宁“左”勿右的形势下，却是祸从口出了。    

    不久校领导找我谈话：你对农业合作化有看法，你可以讲，鸣放嘛！当时我想，毛泽东主席说过，共产党员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共产党人在真理面前要旗帜鲜明。我当时根本没想到，没有警惕到运动后期会被划为“右派分子”。为了证实我的观点是对的，经过思考，在校领导组织的三次鸣放辩论会上（党校里的干部参加）我步步深入地阐述了以下观点： 

    （一）农业合作化制度是新型的生产关系，新生事物，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优越性会逐渐显示出来，但现在不能说是完全适合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某些环节有不适合之处，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发展，不能讲现在就完全适合、没有缺陷，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二）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毫无疑问，但毛泽东主席曾说过我们党也经历过幼年、青年、壮年时期，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曾犯过错误。

    （三）中国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先进阶级，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说：中国工人阶级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曾有过三个弱点。

    我说的这三条是为了论证我对农业合作化制度的看法是正确的，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的。

    想不到，这可就坏事了，一些人给我扣上三大罪状：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辩论下来，我大祸临头了。校领导、反右派“五人领导小组”暗地里在校内搜集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干部、交通员、炊事员等工勤人员一个一个人的问，听我说过什么“反党”言论，打证明材料，上报地委批准我为“右派”。据说曾报过两次，第一次未批，又报第二次，才批下来。又背后发动人们写大字报。我这时还蒙在鼓里。一天上午由我授课：讲什么是哲学，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1点半下课，我出教室一看，批判我的大字报贴满了大院两面墙，我一下懵了，头嗡嗡得响，回到家中没有说话，没有吃午饭。下午两点上班，在路上见到人，进办公室，人们对我的脸色都改了样，再没有一个人理我。接着，在1957年10月就对我连续开了三次批判会（两次中会，一次学员参加的大会），把我闲撂起来，再不让我教课，成为闲人了。

    被批判后的半年难熬时光。1957年10月下旬，对我的批斗结束。每天到教研室上班，但不再安排课程，没具体工作干，干坐着。出出进进没有人理我，我也没心和别人说话，心情非常沉重。平素跟我不错、合得来的人见了我，走个碰头有的低头过去，有的避开我走，还有的人见了我怒目而视，天天吃人家的白眼。
    到了农历十一月，我写了封家书请父亲来沧，对老人家说：我出事了，在党校呆不住了，你儿媳腊月生孩子，不能回家过年，出正月你来把他们接回家，我不知道今后的去向，不知道让干什么工作。

    我对父亲母亲妻子都没有说过我成了“右派”，直到1978年底平反也没有说过。我认为不好说，难开口。对父母说我冤屈，他们会对党有想法，若说我不冤该当“右派”又违心。我的妻子不识字，着实庄稼人一个，对她说她听不懂，不明白，反增加她的苦恼。我每天愁眉不展哭丧着脸，睡不安，吃不好，她看在眼里跟着我烦，但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年腊月三十晚上，晚饭后，我到校园散步解忧愁，见大办公室灯光通明，干部们在过除夕喝酒庆新春，欢笑声、划拳声……见此情景，自想以往这样的场合，我算一名活跃分子……我回宿舍躺在床上大哭一场，妻子吓坏了，叫来三个人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心里憋闷，我没吃毒药！这一夜，我整夜没眠，晨起也难咽下过年的饺子。

    1958年正月底，父亲接走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我又过单身生活了。出了正月，当时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我每天上午到南川楼大粪场挖苍蝇卵，中午喝酒，下午睡大觉，晚饭再喝酒，晚上醉睡，醉生梦死。

    闲着没事干，烦恼、发愁，就思考了一些问题：一、下一步会怎么处理我，还能留在党内吗？让我去干什么工作？怎么还不说如何处理?二、妻子孩子四口人在家吃饭，父母负担太重，养活得起吗？三、也有点反悔自己不该为救那三个年轻干部学员讲那些话；亮那么多的观点，救人不成，反祸及自身，倒了霉。又想，我没有说错话，我对农业合作化的看法是对的，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怎么就成了“右派”呢？很着急冒火。反右派运动也是有政策的，划右派分子，一要有言论，二要有动机，即思想上政治上的根源，如家庭成份高，家庭或个人有政治历史问题，还有一条就是本人恃才傲物。我的家庭、直系亲属都无问题，我的历史清清楚楚：

    我的家庭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历史上没有混官事的人，劳动为生，土里刨食，下中农成分。抗日战争开始后，共产党八路军来了，我父亲当上农民抗日救国会干部、破路主任，我叔父是村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入了党，任村支部副书记，我是村抗日救国儿童团长。我的大祖父1937年9月被日军枪杀在沙河桥镇，我祖父在1945年正月初二日伪特务入户抓捕我叔父时因反抗被枪杀在院内，我家应是烈属。在抗日战争八年中，我们家族被日军杀死5人，参军战死1人。房子被烧毁十余间，抢走牲畜2头。在村里是重灾户。

    我个人1939年任抗日儿童团团长至1944年。1944年初，我参加了本村抗日游击小组，持枪搞武装斗争。八年抗战，我掩护过我的老师，晚上同他睡，有敌情随他躲避。为护村，站岗放哨，从14岁起，我就参加挖地道，持枪保卫过群众生产，围攻过几次敌伪据点，多次配合八路军侦察员侦察敌情，随区干部、游击队夜间到敌战区开展工作，宣传抗日，建立秘密抗日政权。1945年5月，我们7个民兵同进犯围攻我村的200多伪军打村落战一天．避免了我们全村房屋遭烧毁、踏平的惨剧。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担任小学教员、文教委员，1947年入党，不久任支部宣传委员，还做些支前工作，为解放军催送粮食，三次带担架队到前线运送伤兵，在村秘密了解敌情（国民党敌伪家属、地主、富农们的动向等），为驻我村的干部、军队安排食宿等等。

    1948年6月初，奉命调到中共冀中八地委党校学习，学习不到一个月调校卫生所当卫生员，1951年调党校组教科任干事兼机关支部副书记（正科级），后任党校二班书记兼班主任，后又在教研室当理论辅导员、政治理论教员。参加革命18年，党叫我干什么工作都认真做，从没打过折扣，从没有闹过地位和待遇，努力地工作，勤奋地学习，遵守纪律，没受过批评。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背景和动机，怎么是右派!

    说我因骄傲当了“右派”。我反复想过这个问题。我深感自己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太低，兢兢业业地工作，刻苦努力地学习，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到深夜12点，甚至到一两点，没有心思闲玩。所以跟同志们在一起交谈沟通少，显得有些清高。至于在教学工作中为理论问题同别人争论，纠正他人错误观点，语言尖刻尖酸点是偶尔有过的，可我没有骄傲自大的资本，也不敢骄傲。

    当时我对校党委个别成员是有看法，有点反感，不投脾气，敬而远之。看不惯他们那种官僚主义作风，更腻烦他们在某些理论问题上不懂装懂，以势压人。因此，他们对我有戒心，在他们看来我不是他们的顺民。
    在想上述问题时，我曾想起了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段话：对待干部不要看他的一时一事，要看他的全部历史。校党委对我没看全部历史，划我为“右派”，冤！太冤！

    在批判我的时候，教研室副主任王鹤山同志站出来，说我是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他为我鸣不平，结果他也被错划为“右派”，被压21年之多。后来在原沧州地区经委任副主任，现早己离休。

    还有时任地委办公室秘书的库九峰同志，他的爱人当时在党校工作，一天周末他来党校会夫人看到我，见四下没人，对我说：你别急躁，不要折腾，今后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越折腾越坏事。在这以前我一阵阵搞不通，想上书地委申诉，听了库九峰同志的话便放弃了申诉念头。1984年我任沧州行署专员到省委开会时认识了省委办公厅秘书长白石同志，在一次交谈中说起当“右派”的事，他说他被错划为“右派”不服，多次上诉，结果被关牢房十余年强制劳动改造。我听后自想，幸亏听了九峰同志的话，免遭坐牢之苦。

    库九峰同志后任沧州地区广播局局长，已离世十多年了。我永远忘不了王、库二位同志。

    在中捷友谊农场劳动改造的艰苦岁月。1958年4月底，对我的处理批下来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三级工资（由19级降到22级，月工资51.50元）。处分决定没让我看，结论也没有让我看过。
    处分后，一位主要领导人找我谈话：“原考虑保留你的党籍，结果不行了，考虑让你到卫生科工作，你学过医。”我说：“我不去，每逢周六开党员会我难过。”

    第二天又找我谈：“想同地委说说，你同地直下放劳动的干部到沧县大和庄（沧市郊区）劳动。”我知道这个下放劳动是暂时的，他们劳动一段时间回机关，丢下我一人更难受，我也谢绝了，说：“听说‘右派’送中捷农场劳动，我到那里去。”他似乎也为我着想，“农场可很艰苦。”“我不怕，到了这个份上，还怕什么艰苦。”5月5日，送我到了中捷农场四分场十一生产队劳动改造。在这个队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达200余人，其中有3个女的。

    在中捷农场劳动改造，没有房子，开始住席棚、睡草铺、喝咸水，到12月底搬进简陋的土坯房。当时这个队有职工、下放军官、“右派”。“右派”叫劳动组，每天下地劳动，没有星期，没有报看，每天晚饭能听到总场广播站广播，经常听到“社会主义好，共产党是我们好领导，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首歌。这省得让当“右派”的人忘了自己是“右派”。

    1959年改变了对“右派”们的管理，实行大组编制，生产上分大组定地块、亩数。每大组分3个班共30余人，让我当大组长，负责340亩稻田的生产管理，每天就是一件事——下地劳动，种水稻。

    这年10月2日，队部召开大会，宣布三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其中就有我。当场队干部称我郭枢俭同志时，我真激动，太激动了。摘帽后到队部管理室内工作，日子不长，到四分场场部任畜牧干事，负责畜群变动统计、疫情报告、饲料分配供应等具体事。1960年1月调总场场长办公室做文字工作。1961年初为我发了任职通知，任场办公室干事。10月临时调我到总场砖瓦厂，协助厂长干些具体事。1962年春又回到场办室。

    摘帽后有一段时间人们称我同志，后来阶段斗争的弦又紧起来，又不叫同志了，叫摘帽“右派”，这又给我增加了压力。工作之余想到冤枉，盼着平反，回到党的队伍来。发愁就喝酒，以酒解愁愁更愁。在十一队劳动期间，经常看到有的“右派”愁得、难得哭喊，有的装疯卖傻，个别的逃跑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看到这些我心里难受极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我政治上、思想上的压力更大了，百愁千忧交加。农场的造反派，在革委会的指挥下，对原场领导干部、国民党起义被我留用人员、还有所谓的反动技术权威等，乱揪乱斗乱批，百般侮辱人格，催残人身，丧失人性。我气愤不平，上书革委会提出了意见，又招来了祸。在清理阶级队伍斗争中，一位革委会领导人在动员大会上不点名的讲：“有一个摘帽右派，很不老实，同革委会对抗。告诉你，老实点，不老实再给你戴上帽子。”这样，我又被揪斗批判了，不被批斗时就被监督着同“坏人”们一块儿劳动。后来，把我下放到十六队劳动至1973年。

    农场党委书记被批斗时，有一条罪状“重用摘帽右派郭枢俭”。可没有重用的具体事实，我每天写材料，不掺合事，重用我什么了！每听到这段话，真气得不得了。但在那种形势下，有话不能说，有理不能辩，只能自己憋气，生闷气。

    原来我盼平反，“文革”期间我绝望了。心想越来越“左”，没有平反申冤的希望了，这么搞下去、闹下去，什么时间到头，党和国家的前途怎么样呢？烦透了。真是生不如死。

    一个人天天除了劳动就没事干，没书报看，不能同别人接触，太难受了。后来造反派觉得我是“死老虎”，监管松了些，但那时报纸、广播全是“左”的声音，听了看了倒惹生气烦恼。为消磨时间，让孩子在黄骅书店买来烹饪书菜谱，我学起烧菜、烹饪来。

    “文革”期间，农场自己有个“左”的出奇的规定，受批斗、被专政的人的孩子不准报考中学。因此，女儿、二子相继失学，小学毕业就在家呆起来，这可给我增添了一个大愁。眼看着孩子们一年年长大，上学不准，参军不要，入党提干没门，找对象人家怕受株连，这可怎么办呐！孩子们今后的生路是什么？这个大忧冲淡了我的其他忧愁。每逢看到孩子们，烦恼惆怅就涌上我的心头。春秋季节，催他们下地割草卖，拾柴烧，孩子们天天发烦，有时免不了要耍脾气。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反复对他们说：“你们不想劳动，将来生活怎么办？”有时，也对他们发脾气，骂他们，甚至说了绝话“谁叫你们投胎到这个家！”但过后心中却十分难受。我们7口人住着一间房，吃住在一个炕上。每当晚上孩子们睡下，我看着他们忧愁难眠，心如刀绞，暗暗掉眼泪。

    1973年，国家政治形势有所松动，恢复了我在场办室的工作。到1978年春，政治空气不那么令人窒息了，中国大地开始解冻，“空气”升温。一天晚饭后，总场两位领导到我家：“枢俭，这些年你干得不错，都承认。我们想介绍你入党。”我很受感动，但委婉地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说：“谢谢你们的关怀，我不重新入党。我在劳动和工作中就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鞭策着自己。我相信我的问题会弄清，回到党的怀抱。”

    因我在任何时候都坚信，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能修正自己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党，同时也对自己多年的工作有自信；回想起来，戴着“帽子”劳动工作的时候，劳动卖力气，工作认真做，带着病出勤。1958年夏季，我满腿生疮化脓，拄着棍子下地劳动。1959年春，我的眼突然失明（营养缺乏所致），白天都看不清东西，我晚上下地帮放水员放水。队上开展劳动竞赛，每次评比我都名列先进，光荣榜上有名。

    摘帽后在农场做文字工作，不多说不多道，不掺合事，规规矩矩，认真写材料，生怕出差错，反复琢磨推敲修改。1977年还给我长了一级工资，22级升为21级，这在留在农场工作的摘帽“右派”中只我一个。

    果然，到这年12月传来好消息，地委通知为我平反，我回沧州地委党校，校长说：“枢俭，按照中央政策给你平反，你的问题，我有责任……你的问题还有两条不能否定……”我回答说，留点尾巴不要紧。只要党承认我是共产党员，回归党的队伍就行了。21年就盼着这一天呐！

    1984年我来沧州行署任专员以后，听说把留给我的两条尾巴也割掉了。

平反后的经历及在中捷农场的收获。经历21年大难，戴着“右派”的黑帽子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一旦摘卸下来，备感轻松愉快。被压抑了21年的精神力量反弹起来，党又委我重任，责任和感恩之心驱使我拼命工作，不知疲劳，兢兢业业唯恐工作有失。
    1979年初在农场任场长办公室主任，1981年任副场长，1982年任副书记、代场长，1983年任党委书记，1984年5月任沧州地区行署专员，1985年初改任地委书记。肩上担子连年加码。1991年当选为河北省政协常委。

    1983年农垦部授予我先进经营管理者，晋升一级工资。

    1984年7月，根据我在农场的工作成绩，被评为河北省十名优秀党员之一。

    反思这21年，一个人在青壮年的最好时光想干愿干的事业而不让干、不能干，是人生最痛苦的。我记得对我宣布处理的那天是下午，听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我的头嗡嗡响起来，如同被敲了一大棒，全懵了。夜里难入睡。自想：党的七大以前14周岁就可以入党，七大修改党章改为18周岁入党，我17周岁入党，区委没有让我经过候补期这段考验，就成了正式党员。我热爱党，听党的话，现在我被开除抛出，何时再归队？从做党的思想理论工作以来，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理论知识，精心研究备课、写讲稿，没有半点马虎过。自知文化水平低，理论根底浅，因此不让家属来校一起生活，怕因家务事影响我的学习。1954年实行了工资制，我19级每月工资72.5元，可以养活家属，当时，22级的干部都带家属，唯我过单身汉生活。到1956年初冬才把家属孩子接来党校。对于自己非常喜爱愿干的工作，不让干了，是何等惋惜、痛苦！由于这个原因，1985年我任沧州地委书记后，自荐兼任地委党校校长至1992年。这在当时河北省的地市唯我一人。我想的是，我在党校没有工作够，我要当当校长，过过瘾，圆我曾有的心愿。

    这21年的逆境我挺过来了，没有被压垮，没有因为忧愁过多造成大的病患，这是因为我这个人有自信，信得过我自己，同时相信党终会明是非，我的冤案终会弄清，大白于众。别人说我是“右派”改造，我在内心反驳，我不是“右派”，是共产党员，我不是劳改是为社会主义、为国家种地生产粮食；不论我个人如何，五星红旗在中国大地上毕竟升起来了。在当“右派”的日子中，我经常用这种精神胜利法解脱和安慰自己。

    细回想过来这些年，因为受难，平反后又出于责任心，很少考虑顾及家事，一心扑在工作上。父母为我挂心上愁，可我尽孝道不够；妻子跟我担惊受怕，过了20多年极为艰难的日子；孩子跟我受株连，未能成就学业，年轻的心灵受创。我对他们没有尽到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想起来很是内疚。

    但世间的事物都有两面性，福与祸、得与失都是辩证的，“塞翁失马”的故事，就是说的福与祸的辩证法。我在中捷农场21年的“右派”生涯，也不尽是磨难，也有很大的人生收获，质朴无瑕的农工和同事给了我很大的温情。到今那块热土我永难忘却。

    1956年建立在黄骅县渤海滩上的国营中捷友谊农场，是河北省大型农场之一，是国家的国际型农场，建场初期总场领导是地司级高级干部。1958年5月5日送我到这个农场的四分场十一队劳动改造。当时，这个农场国土面积近百万亩，耕地60来万亩，机械化程度较高，经营门类多，农林牧副渔、农工商一体化，综合经营，设有文教卫生、公检法等部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1959年10月初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在十一队和四分场场部工作了三个多月，1960年1月调总场场长办公室工作，任干事，做文秘工作，每天抄抄写写，干了20来年。走上领导岗位后，在农场领导岗位上工作了5年半，奉命离场进了沧州城，屈指算来在中捷农场工作生活了整整26年。我常对人们说：“黄骅是我的第二故乡，中捷农场是我的第二母校，我的生产经营管理知识，就是在那里学到的。”

    我到中捷农场以前简单的农活干过，麦苗、韭菜分得出，但对生产经营管理、经济核算……这些知识一窍不通。为适应工作的需要，不懂就学，抽时间看这方面的书，写什么材料，看什么书，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业务部门。这样，在20多年来的时间学到并积累了一些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由于在农场干了那么多年，了解了些情况，学到了知识，掌握了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规律，有了些经验。所以走上领导岗位以后，践行起来，如组织决策，指导生产经营，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效益一年一个台阶。1983年被国家农垦部评为生产经营先进单位。全国首批企业整顿试点，中捷农场是农垦系统试点之一，整顿结束验收时得94分多，仅低于大庆油田零点几分。

    我在农场那些年，不仅学到了知识，提高了写作水平，更重要的是磨练了意志。这都是在逆境中得到的，受益匪浅。多年自己动手写东西，养成了习惯。所以走上领导岗位后，当了场长、专员、地委书记，凡是我自己讲的东西，自己动手写，不用秘书代劳，是惯性作用。

    回味在农场26年，苦、辣、酸、甜都尝了。苦尽甘来倍感甜。平反后回到党的怀抱的时候，是那样轻松高兴，睡觉也笑醒来。工作中乘着东风，顺应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大潮，我们党委一班人团结和谐，勤奋工作，每年年终决算以后看到利税大幅度上升，为国家做出了新的贡献，我们和全场近2万职工共享喜悦和欢乐，同庆丰收的成就。每逢正月十五灯节，总场举办灯展，大放焰火，沧州、黄骅等地的干部群众也赶来观看，至深夜。火树银花不夜天，苦海沿边变新颜。农场事业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呈现一片大好生机。因此当上级命我来沧州工作的时候，确有惜别难离的心情。

题外的话。客观地说，从年轻时起，我就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不甘随风摇摆，人云亦云。老来我常想，自己生不逢时，7周岁时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大举入侵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没有安宁过，神经总处于紧张状态。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到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进攻解放区，我又生活在战乱之中。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三年浴血奋战，解放战争胜利了，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意气风发，满腔热忱地奋发工作，国家很快医治了战争创伤，全国人民过上了平安生活。没想到自己的好景仅8年多，就被打成“右派”，长期生活在艰难的日子里。
    在反右派斗争中，有这么一种说法：“一个反党分子，不会超越本单位的党组织，直接反党中央”，这个怪论说白了就是谁反对本单位的领导人就是反党分子，你反对我这个党支部书记、党委书记就是反对党组织，反对党组织，就是反党；反对我就是反党，我就是党。这条荒谬的“三段论”的结果就把民主的口给封起来了。当时我就想：坏了。这么搞，今后党的政治生活会不正常起来，谁还敢提不同意见。果不出所料，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拨乱反正才被纠正，步入正轨。

    平反纠正那年，我已48周岁，走上领导岗位后，重任在肩，精神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离职退休已年过花甲，心平静下来了。每当我看到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发展这么快，这么好，人民幸福，尤其我每当漫步街头、闲遛商场的时候，见到年轻的人们是那样的悠闲、快乐，生活得幸福、浪漫，就惋惜我年轻时没有生活在这个年代。但我更知，中华民族的幸福必须要经过前人的浴血奋斗和无私奉献的创业才会赢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党为探索强国富民之路，历经曲折，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探索到了一条坦途，迈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

    因此，我深深感到：自己年轻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这条路，没有错，走对了。

（作者系原中共沧州地委书记）

【史实考证】

沧州12人上榜全国首批300著名抗日英烈
但信息资料需商榷之处甚多

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9月1日，民政部公布了300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沧州籍及外地人在沧州牺牲的有12人榜上有名，分别是杨靖远（1902年～1938年）八路军冀鲁边区津南军分区司令员；赵锡章（1901年～1938年）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9军70师215旅旅长；马振华(1904年～1940年)中共冀鲁边区津南地委书记；白文冠（1873年～1941年）河北省献县东辛庄村民；孔庆同(1912年～1942年)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王远音(1915年～1941年)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委；石景芳(1910年～1942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杜子孚（1916年～1942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郭陆顺（1914年～1942年）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政委；常德善（1910年～1942年）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黄骅（1911年～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马本斋（1902年～1944年）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

    其中赵锡章（1938年牺牲在山西省）、白文冠（1941年牺牲在河间）、马振华（1940年牺牲在山东省）、马本斋（1944年病逝于河南省）分别是河间、献县、盐山、献县人。

    其他杨靖远，辽宁省人，1938年牺牲于盐山县大赵村（今属黄骅市）；孔庆同，河南省人，1942年牺牲于河间县左庄（今属河间市）战斗；王远音，山西省人，1942年牺牲于肃宁县雪村战斗；石景芳，山东省人，1942年牺牲于东光县四柳林战斗；杜子孚，山东省人，1942年牺牲于东光县四柳林战斗；郭陆顺，湖南省人，1942年牺牲于交河县陈庄（今属泊头市）战斗；常德善，山东省人，1942年牺牲于肃宁县雪村战斗；黄骅，湖北省人，1943年牺牲于新海县（今黄骅市）大赵村，皆在沧州抗日根据地担任党政军重要职务。

    我室经过多年地方党史研究，发现民政部公布的12人信息资料，与我们掌握的史料多有不同及需要商榷之处。

    杨靖远是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委员、冀南第六专署专员、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而不是冀鲁边区津南军分区司令员，杨靖远牺牲时没有津南军分区。

    马振华是1905年出生，而不是1904年。

    孔庆同是1913年出生，而不是1912年。且职务是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代司令员，而不是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是常德善牺牲后任代司令员。
    王远音是1916年出生，而不是1915年。

    石景芳是1912年出生，而不是1910年。

    常德善是1912年出生，而不是1910年。

    黄骅是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而不是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司令员是邢仁甫。
    马本斋是1903年出生，而不是1902年。

另外，公布的杜子孚、石景芳军队职务是正确的，但这个职务是兼职，其全面职务杜子孚为中共冀鲁边区第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石景芳为冀鲁边区第一专署专员兼军分区司令员。
更正：本刊2014年第26期第2页倒数第8行“1894年”，应为“2014年”。

报：中央党史研究室，省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沧州军分区领导

发：各县（市、区）委书记、人大主任、县（市、区）长、政协主席、武装部、县（市、区）委分管领导、党史研究室，市直各单位，大中专院校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市级离退休老干部

送：省内各市委党史研究室，省外有关市委党史研究室，华北油田

联系人：杜玉杰  郭爱伶        编办室电话：2160367  2160227

电子信箱：jzcz2160367@126.com   

本刊电子版可登录沧州党史网（www.czds.gov.cn）查阅

地   址：沧州市御河路1号       邮政编码：06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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